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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第四折是蛇足吗

本文从主题、人物、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关汉卿安排窦娥冤第四折的原因，文章认为这样安排使主题更深化，人物形象更丰满，结构更完整，从而突出了关汉卿的创作风格。
  《窦娥冤》第一折、第二折作者通过揭示众多人物戏剧性的矛盾，描绘了元代社会的几个侧面，从荒地的谋财害命到生药店里的秘密交易，从一个畸型家庭中的阴谋到太守的判决，有力地反映出受迫害的人民群众与封建的支柱和帮凶——官史、恶棍之间尖锐的矛盾，并向观众发出强烈的呼声，正是封建官府、黑暗社会把一个与世无争的无辜的妇女推向断头台，从而激起人民对官府的愤恨。接着关汉卿在第三折不仅使窦娥的反抗精神支配天地，而且提升到感天动地的高度，为此他根据古代传说运用积极浪漫主义手法，集中地表现窦娥的悲愤和反抗所产生的超越自然的力量：临刑前她发出三桩誓愿：血染白练、六月飞雪、三年不雨。她死之后，“三愿”陆续得到应验。这不公烘托出窦娥的反抗性格，也鲜明地反映人民群众仇恨黑暗的统治，变革现实的时代精神，剧戏发展到此，许多人认为《窦娥冤》已经完整，于是有第四折是蛇足之说。那么《窦娥冤》第四折是蛇足吗？ 

  《窦娥冤》第四折，由窦娥的鬼魂出现向父亲肃政廉访史窦天章申诉冤情，使她的冤屈得到昭雪，贪官和恶徒受到惩罚。用现在的戏剧眼光来看，既然三桩誓愿都已应验，窦娥那种至死还要抗争的性格光辉便足以炫耀百代。当悲风为窦娥回旋，大雪为其纷飞时，观众或饱含热泪或紧握拳头，这时悲剧便达到高潮，戏剧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样，第四折戏似乎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关汉卿却安排了第四折戏。是由于杂剧体制严格限制要求第四折一楔子而敷衍凑数的吗？不是，元人杂剧中，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有五折，己佚的张时起的《秋千记》有六折，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为五本二十一折，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为六本二十四折，而且关汉卿本人也有《五侯宴》的剧本五折。以上例子足以证明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并不是不可以打破的。那么，关汉卿安排《窦娥冤》第四折戏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我们从结构上来分析作者这样安排的原因。

第一，《窦娥冤》第四折是第三折浪漫主义气氛的自然延展。
剧本在第三折的高潮处己成功地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如果在第三折以后，没有一折戏来作为结尾，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就多少有点失去光泽，第三折那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戏剧高潮也就失去映照，孤伶伶地站不稳。因此，戏剧最后安排第四折戏由“魂旦”作为主角上场结束全剧，如神龙现尾，把第三折的浪漫主义气氛作了延展。关汉卿是现实伟大的戏剧家，他不能让窦娥带着沉重的枷锁悄无声息地死在桃杌太守的屠刀之下，他依据自己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独具匠心地安排了法场这一折戏，喷发出对封建统治者的满腔怒火，对压迫者的满腔同情，从而把全剧推向感天动地的高潮，，为此作者非常成功地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如果留意的话解放后无论地方戏曲还是歌剧，在改编此戏时对第四折都一仍其旧，就知道杂剧《窦娥冤》的这一结尾，几乎是必然的。

第二，《窦娥冤》第四折戏的安排解开了窦天章这一人物的悬念。
关汉卿安排第四折戏是经过精心构思的，可以说他写楔子时己考虑到结局的处理了。在楔子中作者简单地介绍了窦秀才的籍贯、身份、家庭情况以及留下端云的原由等，便上朝应举去了。俗话说“将相出寒门”，正由于条件艰苦，才可能一举中第，为后面以肃政廉访使的身份出现作准备。在第一、二、三折都未提到窦天章的踪迹，只在楔子中提到，作者留下这条伏线为他在第四折戏的重新出场作准备。在第四折，窦天章以肃政廉访使的身份出现，“自离了我那端云孩儿，可蚤十六年光景”一句，就和楔子联系起来了，让观众明白这窦天章的来由，也为窦娥昭雪作准备，所以关汉卿安排第四折戏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前后照应。

第三、我国传统戏曲大量的悲剧恰恰是以喜剧方式告终，即所谓“大团圆”的结局，而《窦娥冤》描写了窦娥悲惨的一生，是典型的中国悲剧
我国悲剧往往在大悲之后，还有一点安慰性的小喜。所以我国悲剧的情感结构形式，大致可以这样表示：

喜——悲——大悲——小喜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杂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第一次高度评价了这一悲剧在我国戏剧史和世界戏剧史上的光辉地位。吕天成《曲品》：“元有《窦娥冤》剧最苦。”苦，是悲剧的永久回味。而按西方的传统，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是决定悲剧类型的主要标志，于是就认为中国无真正的悲剧可言。我认为戏曲悲剧的性质通常取决于戏的高潮性质，而不是像西方悲剧那样取决于结局。《窦娥冤》它集人生种种不幸于窦娥一身，赚得古往今来多少人的眼泪。展现在观众面前的窦娥，可以说是灾祸源源不断，接踵而至，剧中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气氛和情绪。特别是在高潮部分第三折中这种悲剧气氛更突出，窦娥痛骂天地鬼神，那种奔泻的感情激流，无疑是一曲用血泪谱写的愤怒悲歌，而窦娥的沉冤终得昭雪是靠窦娥的鬼魂来到做了官的父亲窦天章案前诉冤，终于惩治了那帮坏蛋，恶人一一被发落，这也是悲剧的升华。

虽然恶者受到了惩处，但善者的生命却己无可挽回。所以无论团圆、胜利或惩恶，并不能改变整个戏的悲剧实质或悲剧的既成事实；而悲剧的喜剧结局带来的快感更是观众道德情感和审美心理上的满足及慰藉。因而这种快感并不会强于全剧的悲剧性痛感；同时，在悲剧里，主人公往往是作出极大的牺牲或痛苦或死亡才换得这种结果。所以，这使悲剧的喜剧结局本身就具有哲理、崇高和严肃的成份。

第四，《窦娥冤》第四折是表现剧作家对悲剧人物、悲剧事件的主观态度和主观评价的特殊形式，它表达了剧作家的理想和愿望
这一点从作者关汉卿生活的时代背景便可以看出来。关汉卿生活于金末元初，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之时，蒙古人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一向依附和效命于封建统治阶级以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其地位也急剧下降，和汉人、南人一样，沦为元蒙统治者的奴隶。元蒙统治者又推行毁灭文化的政策，视知识分子为赘疣，他们不仅在元初的八十年中废止了科举，继绝了知识分子的出仕之路，而且大搞愚民政策，打击压制读书人。

在此重压之下，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种宣泄愤懑不平的渠道，迫切需要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和安慰。于是，知识分子只好“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把不能用于科举的精力，转而用于戏曲创作中去。而戏曲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也正适宜于指桑骂槐，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于是许多知识分子进入勾栏瓦舍，成为书会才人。关汉卿就是玉京书会里的领袖人物。

他身处下层，时刻关注现实民生，小民们的苦难，权豪势要的罪恶，吏治的腐败，无不牵动着他的心。正因为他怀抱辅国安民的热望却苦于不能实现，才把惩恶扬善的理想和对人民深深的爱凝聚在他塑造的诸多戏剧人物形象身上。《窦娥冤》第四折戏中安排窦天章这样一个清官来为窦娥平反冤狱，寄托了作者期待恢复科举考试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清官，实行清明政治的政治理想。关汉卿安排窦天章以女儿抵债的巨大牺牲去参加科举考试，可以看出他在肯定科考。因为正是走科举考试之路，窦天章这一介寒儒才成为皇帝重用的肃政廉访使，又正是这个重要职务，窦天章才有可能为窦娥平反昭雪。在作品里关汉卿借窦娥的鬼魂之口，对窦天章表达愿望。“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全剧最末两句“今日个将文卷重行改正方显的王家法不使民冤”，这实际上是关汉卿对经由科举考试产生的清官寄予的愿望。

第五，《窦娥冤》第四折戏中所谓的“清官”形象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道出了吏治腐败，突出了元朝社会的黑暗
关汉卿身处社会底层，这使他饱经风霜，谙于世故，特别是在与倡优人物结合过程中，被压迫者的是非、爱憎、勇敢、智慧，都给他以深刻的教育和陶冶，因而锤练出一副关氏所独具的桀骜不驯而天然机趣的刚柔相济的战斗风格。所以，关汉卿被同时代人称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对此，他在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离经叛道、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我了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这些都体现了关汉卿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意志。可以说，他把杂剧创作当作战斗的武器，与反动腐朽势力进行斗争。但是，元代之文禁颇严，“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都是明文的法典，所以剧作家的创作不得不披上历史或政治的外衣，才能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关汉卿虽然能够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抨击压迫者的罪恶，揭露社会的黑暗，但不能直言不讳，于是制造出一个“清官”的形象来，运用“障眼法”，以免招惹封建统治者的耳目，另一方面也是给观众心灵的一点点抚慰吧。但是，我们仔细品味《窦娥冤》第四折戏，不禁愈发悲哀，窦娥的沉冤昭雪，与其说是由自己的父亲肃政廉洁使窦 天章的“廉能清正”，不如说是窦娥那不散的冤魂出面斗争的结果。

第六、关汉卿这样安排是借窦娥的鬼魂来深化作品的主题，也使窦娥这一形象更丰满

窦娥鬼魂的出现是窦娥生前已经展开的与恶势力殊死斗争的继续，是窦娥在前三折已经完成的叛逆性格的自然发展。
关汉卿擅长写“旦本戏”，在他现存的十八个杂剧中，以妇女为主人公的戏占了十三个。他笔下的妇女绝大多数出身低微，社会地位低下。如妓女赵盼儿，杜蕊娘等，贫穷农家的继母王婆以及小户人家的寡妇窦娥等。尽管受压迫遭欺凌，但她们绝不软弱无能，绝不是浑浑噩噩，任人宰割的羔羊，她们具有聪明才智，而且有一种针锋相对，“争到头，竞到底”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的精神。关汉卿创作的旦本戏，并不是简单地以女性为主角，而是透过女主人公的遭遇，把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鲜明提出来。元代种族之间壁垒森严，妇女的命运，或福或祸，更判若天壤。庶民之女，自然可以被丈夫一个手模便行休弃，更可以被“典雇于人”，甚至被逼为娼；而蒙族之女，即或偶被典卖为奴婢，官府也会“应付口粮收养”，还其良人身分。可见元代妇女贵贱悬殊之一斑。

关汉卿面对现实，把妇女问题作为自己剧作的中心题材，关注她们的命运，表现她们面对貌似强大的恶势力的欺压，不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自甘认命，而是奋起抗争，即使被冤杀，灵魂也决不屈服，要喷射出复仇的怒火。生命无辜被毁灭，灵魂便要毁灭者毁灭。这种抗争具有一种惨烈、悲壮的神韵，具有中国神话中“精卫填海”般的壮美。所以关汉卿笔下的妇女形象绝不是安于命运摆布的可怜虫，而是压迫得越厉害，反抗得也越强烈。窦娥是一个悲剧人物，她是由中国漫长的封建文化熏陶出来的被压迫妇女的典型。关汉卿以其矢忠于现实生活发展的逻辑，令人信服地反映了窦娥从逆来顺受到被逼无奈奋起反抗的进程，又满怀激情地肯定和赞扬了这种社会底层的觉醒。

《窦娥冤》描写了窦娥悲惨的一生。她性格上出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她从安于天命到反抗命运以至痛骂天地鬼神。

第二次飞跃表现在从对官府的幻想到对官府强烈控诉。

窦娥的性格发展到第三折，再也不是一个被同情被可怜的弱者，而成为激励被压迫者奋起的战士。此时此刻凛然不可侵犯的天命再也不是神圣的了，窦娥把满腔的怨愤火一般地喷射出来，强烈控诉这残害人命的黑暗社会，唱出封建社会千千万万被压迫者的心声，使窦的反抗具有高度典型特征。她对命运的怀疑和否定，实际上是对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的否定。曾几何时，窦娥还在天地面前俯首听命：“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一折）[仙吕点绛唇]希冀得到它的怜悯，并以尽孝守节，表示她完全安于它的摆布，只望得到好的报应。但是，黑暗的现实使她的幻想一个一个破灭，激起她一步一步地觉醒，并磨砺了她的意志，终于使一个按照统治阶级思想塑造出来的顺民，成长为敢于叱天骂地的封建统治的叛逆者。

戏剧到这里，窦娥那百折不挠而又机智乐观的战斗精神已经表现出来了，但剧作家关汉卿还不甘心，被压迫的人民还没有最后取得胜利，于是安排第四折戏，由窦娥的魂旦上场，继续生前未完成的斗争，终于惩治了那帮坏蛋，沉冤终得昭雪。最后的胜利总是在被压迫的妇女一边。“压迫者看上去像是强大而实际腐朽无能，被压迫者看似卑微而确具有无限的智慧和力量。

关汉卿所塑造的雄浑泼辣而又玲珑剔透、悲壮沉郁而乐观豪迈，从大苦大难最终演化为大智大勇的窦娥形象，中国文学史上都不曾出现过。从这一角度来看，关汉卿把被压迫的妇女以强者的雄姿出现，强有力地冲击着封建礼教的束缚，无疑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窦娥的胜利无疑给观众以鼓舞，激励着被压迫者向压迫者进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

综上所述，《窦娥冤》第四折并不是蛇足，而是关汉卿精心设计的“得意”之作，它深化了主题，又使人物性格更加丰满，结构也更趋完整，是剧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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